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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强调把中国历史是汉族和各少

数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个基本认识写入中国通史中。 新中国成立后,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马
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民族融合等问题展开讨论,马克思

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构建有了实质性进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强烈的现

实关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史观构建奠定了学理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构建开辟

了更大的思考、讨论和研究空间。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原则、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经典作家

的民族定义、阶级分析方法等理论、原则、方法的运用,进一步确立并深化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认识。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史观构建随着时代情境的不断发展,一直处

于充实、更新、调整、扬弃和发展过程中。 “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当下加强构建和充实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新目标。
【关键词】 　 民族史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统一多民族国家　 民族史理论

在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民族史叙事显得愈来愈重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民族史观则是民族史叙事的核心问题。 早在 1922 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政治主

张。 1939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我们中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

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

国家。”①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和讨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民族平等原则和统一多民族国家

理念为基本内容和框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大致形成。 本文意在梳理从 20 世纪三四十

年代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构建和民族史理论的研究情况,试结合不同时

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分析其民族史观构建的理论特征。

一、战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史书写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成果是郭沫若 1930 年出版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31—1933 年,以《读书杂志》为平台展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解释

中国历史的叙事话语成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范围得以扩

展。 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发展起来。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初期,问题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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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讨论的焦点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
国有无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何时等问题上,民族史问题显得并不突出,也基本谈不上民

族史观的构建。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和 40 年代前期,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围的

逐渐扩展,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撰写中国通史,怎样书写民族史开始成为必须面对的

重要问题。
1934 年,吕振羽出版了奠定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著作之一《史前期中国社会研

究》。 作者在书中论及“仰韶各期出土物与传说时代”部分时,表示同意徐中舒“以仰韶为夏族的文

化的见解”,但“绝不能同意他的仰韶是和‘汉化’无关的所谓‘胡化’的意见”。 吕振羽说:“在今日

中国人血液中的主要成分,不惟包括有现在的满蒙回藏苗各族及其他各色人种的血液成份在内,而
且包含有历史上已绝迹的许多民族的血液成份在内。”“这而且是历史的一般的法则。 所以在今日所

意义的中国境内的汉满蒙回藏苗各族,只不过是各受其天然环境的局限而发生的生活习惯上之微妙

的歧异,在血统上是很难寻出其若何之分别的。”①这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涉及中华民族

形成问题的简要论述,尽管其“在血统上是很难寻出其若何之分别”等论断尚缺乏充实的学理依据,
但认为中华民族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交融一体的共同体的基本倾向是明确的,有学者就此认为:“在
那大汉族主义盛行和民族壁垒森严的时代,吕振羽的这种议论,真有点惊世骇俗。”②1938 年,翦伯赞

在他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也强调了民族史问题:“关于国内各民族,如回纥、西藏、蒙古、女真、
苗族、瑶族……等的社会史,以及与中国历史有关的各民族”的研究非常缺乏,“但在事实上,不研究

这些民族的历史与中国历史之相互影响的作用,要想写成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又是不可能的”。③

这些表述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民族史问题的重要性。
20 世纪 40 年代,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

等中国马克主义史学通史著述先后出版。 数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通史的问世,与鼓舞抗日战争时

期中国人民的抗敌斗志、争取中国共产党人解释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回击当时出现的复古主义与投

降主义逆流等现实状况直接相关,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发展的学术需求。 然而,无论从哪

个方面说,民族史书写都是中国通史撰述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民

族史的问题开始突出起来,几部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在这方面的处理也不尽相同。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具影响力的通史著作。 范文澜曾概括该

书“在旧型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过”的几个方面是:“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按照一般社会历

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从西周起到秦统一为初期的封建社会”“写阶级斗争”等。 他

同时表示,由于“许多部门根本不懂或懂得太少,如少数民族史……我都是门外汉,因之,有的说不出

来,有的说得肤浅不扼要”。④ 事实上,《中国通史简编》中涉及民族史的叙述,的确在后来被包括范

文澜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存在汉民族本位问题。 刘大年分析其原因在于范文澜在“历史观点上

受浙东学派的束缚”较为明显,即:“长期在中国封建文化中兜圈子,使范老的学术研究没有能够完全

摆脱旧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刘大年说:“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关系上,如果只是一味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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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讲的那一些,又从哪里体现出我们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观点呢?”①中国香港学者许冠

三认为该书的“述论从头到尾都是以汉族历史为主体”,对中国历史“整个发展阶段的区划,固然是

以汉族社会为准,封建社会的分期,亦同样以汉族社会为准”。②

《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离不开著者范文澜的经学与浙东学术的学术渊源、揭露国民党的阶级

压迫等著述该书的时代背景,更与构建唯物史观史学的中国通史话语体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

历史与掌握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话语权等著述宗旨有直接关系,这是构成该书对民族史书写方面关

注有限的直接和间接原因。 看来,民族史问题在当时并未成为范文澜重点关照的问题,他在通史中

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显得有些简单化,主要使用“‘野蛮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侵’和‘中国人民顽强

反抗’等带有明显价值立场的话语”,其“理论基础是由社会形态理论所引申出来的对各族‘先进’与
‘落后’的评判标准”。③ 即使如此,有学者认为:“因范文澜强烈的民族思想,使其通史叙述中呈现出

民族、阶级两个维度之间的紧张,体现了一定的丰富性。”④也就是说,用阶级分析方法阐述历史上的

民族关系问题,未必不是一个毫无创新的研究思路。 《中国通史简编》呈现的民族史书写特点,只是

著者处于当时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对该问题认识的实际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吕振羽和翦伯赞应该是当时最为重视少数民族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 作为

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贯彻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立场,笃信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

论具有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意义,因而具有开阔的研究视野。 此外,就个人因素而言,翦伯赞是

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吕振羽是湖南武冈(今邵阳)人,他的曾祖母是瑶族人,他幼年时曾被称为

“瑶崽”。 这应该也是他们更关注民族史问题的一个内在缘由。
1941 年,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略先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⑤ 他在《简明中国通

史》上册“绪论”的“民族的构成”一节中写道:“今日中国境内的各姊妹民族,不管她是如何落后的

或少数的民族,原则上,却都是中国民族平等构成的部分。”他没有再强调此前的中华民族各族人

民“血液成份”相同的看法,而是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认为:“在阶级社会时代,大民族主义的原则

下的同化,则是一种人压迫人的社会过程”;“在今日,违反民族平等结合平等发展原则的民族同

化,却已和反侵略反压迫的人类现实斗争相矛盾”;“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实行平等的能充分

表现各自意志的结合,才能达成国内各民族真正的统一团结。”⑥即,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反对帝

国主义的革命史叙事脉络中认识民族史问题。 为了体现民族平等原则,吕振羽在书中依次介绍了汉

族和众多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的历史,是当时书写少数民族历史所占篇幅字数较多的通史著作

之一。
翦伯赞继续强调此前他提出的中国史是包括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的观点。 1943 年,

翦伯赞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中说:“中国的历史家,过去以至现在,都是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
处理中国的历史;因此,过去以至现在的中国史著述,都不是中国史,而是大汉族史。”他理想中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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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研究中国史,要“用极客

观的眼光,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从这些历史单位

之各自的历史活动及其相互的历史交流中,看出中国史之全面的运动与全面的发展”。① 翦伯赞撰

写中国通史,自然要践行汉族和少数民族“历史活动之总和”的“真正的中国史”的设想。 在次年出

版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和 1946 年出版的该书第二卷中,翦伯赞着意在书中体现其上述观点。 这两

卷主要讲述自“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 “古代社会” (殷商)、“初期封建社会” (西周春秋战国)到
“中期封建社会”(秦汉)的历史发展过程;凡阐述殷商、西周、秦朝、西汉、东汉诸时代,大多分别以王朝

建立及历史形势、社会经济构造、政权性质与组织、意识形态四个部分组成,而在第一部分王朝建立及历

史形势中,该时代的各民族(种族)形成与活动是必写内容。 这种把少数民族史置于每个历史时期的首

要论述内容中的叙述方式,在此前、当时乃至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其他中国通史中都属少见,足见翦

伯赞要写出一部汉族和少数民族“历史活动之总和”的中国通史的强烈意愿。
到了 1947 年,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开始由积极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现胜利曙

光,吕振羽深感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该问题的迫切性,认为“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客观上已迫切

需要解决;在我们的主观上也早已提到行动的日程”,②遂撰写并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 吕振羽在

书中指出,在当时国内的“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要解决的国内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问题,一
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我们也有着正确的原则、方针,并早已正式提到行动日程上,不过在全国

人民,以至最先进人士里面,大多还不如对于土地问题那样熟悉。 现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民主事

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

作。”③此外,撰写该书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为了驳斥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鼓吹的“中华民

族宗族论”。④ 因此,作为新中国建立前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撰写的唯一一部中国民族史的专书,
其撰述宗旨同样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

在《中国民族简史》中,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民族起源问题:“世界人类并非起

源于一个地方,也并非同一个祖先;但其由猿到人和其以后社会发展的过程,却是一致的,有其共同

的规律性的———虽则又都有其各自的一些特殊性。”“中国各民族相互间的血统混合与同化,更有着

一个长期的立体交流的过程。”⑤这些认识不仅批判大汉族主义,还有试图运用普遍规律解释民族问

题和强调以民族交融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历史的意识。 吕振羽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对各民族

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论述,重在分析各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和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发展状况。 与其《简明中国通史》中的民族史叙事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相同,吕振羽在《中国民

族简史》中把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主因解释为各民族内部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阶级、民族与民族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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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光华书店 1948 年版,“序”,第 1 页。 一般认为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完稿于 1947 年 2 月,次年 9 月

由光华书店初次出版。 但是,据朱政惠考证,1947 年 4 月该书即由大连大众书店初版,“比东北光华书店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
早面世一年零五个月”。 参见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7 页。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第 1 页。
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的“序”中说明:“国内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则大都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御

用的著作,尤其是‘陶希圣校对’的《中国之命运》,便不过是封建买办法西斯大汉族主义的扯谎宣传,是其对中国各族人民的挑

战……把它(指《中国民族简史》———引者注)印出来,提供给工作者和研究者作参考,我以为不是全无意义的。”参见吕振羽:
《中国民族简史》,“序”,第 1 页。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第 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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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斗争,故而阶级斗争表现得比民族斗争更为突出。
此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学者已经写出了《中国民族史》,这些著作的内容虽各有不同,但

在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同化论”等问题上已大致形成共识。 吕振羽此书同样特别强调民族平等观

念,也承认民族间存在着以汉化为主流趋向的“同化”现象,但他认为这种“同化”现象并非由于汉族

本身有着优于其他民族的特质,而是由汉族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层面高于少数民族所致。 总之,吕
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中国民族史撰述的最大不同在于,“以马克思主

义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各民族历史进行探讨”,这也“是这本著作的根本特点”。① 1950 年,该
书出版增订本,吕振羽表示:“在当时的形势及与之相适应的方针任务的指导下,这本小册子对许多

问题的提法,在今日新的形势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方针任务下,便表现着过时和不恰当了,失去实践

的现实意义了”,他“把适应于 1947 年的情况和任务的提法,都一一删去,改成适应于目前情况和任

务”。② 1947 年版的《中国民族简史》“非常注意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叙述民族史中结合了唯物

史观、民族平等、阶级斗争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批判“大汉族主义”和西方人种学说等现实诉求,“现
实意义非常鲜明”。③

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构建起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形成和发展时期,民族史观和少数民族史书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历史叙事发展到

一定程度后不能绕过的研究对象,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之时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

题。 从实际情况看,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显得准备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

史观的构建尚未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如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那样的高度,二是

处于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民族史书写的关注也较为有限。 相比之下,吕振羽和翦伯赞

的民族史意识更为明确,他们强调民族平等原则,主张把中国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

的这个基本认识写入中国通史中,但对怎样把这些认知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并实践于

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民族史书写中,他们“尚未形成清晰的问题意识”。④ 在战时马克思主义史

学更需突出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功能的情况下,民族史问题的特殊意义也还没有完全彰

显出来。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史观构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居主导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族史问题上持什么立场、怎样

书写民族史等问题,已经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上升到国家与政权层面的认知高度,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民族史研究和民族史叙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民族史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

的分量愈显重要。
1950 年 10 月,范文澜发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文章指出:“广大的中国疆域,不是那[哪]一

个民族所能独立开发出来的,她是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在正在发展的各民族合力开发,经过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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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第 164—165 页。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0 年版,第 4、22 页。
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第 163、164 页。
王娟:《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20 世纪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社会》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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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艰苦斗争,才逐步建立起这个伟大的中国来。”各少数民族“不论文化高低如何不同,人口多少如

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有其光荣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组成上,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
都是有机体中必需的部分”。① 与有着汉民族本位倾向的《中国通史简编》相比,范文澜此文有了明

显变化。 站在新建立的国家政权的角度,范文澜的民族观就此明确为:“中华各族的劳动者既然是中

国的创造者,中国当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当然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人翁。”②范文澜携新组建的中

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人很快开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增写了大量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

发展及其历史贡献的内容。③

1950 年 8 月,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出版增订本,作者写了近万言的“增订本序”,但通篇并

未专门论及中国民族史书写问题,而是大量引用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结合苏联十月革

命后的民族政策,讨论新中国的民族平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性自治等政策性问题,反映了斯大林

民族理论与苏联民族政策在当时产生的影响。 但是,如何运用这些理论,同样存在一定问题。 苏联

学者弗·阿·鲁宾发表对吕著《中国民族简史》的书评,批评其“没有试图看出古代中国社会所固有

的语言一致、领土一致、经济一致和文化一致的那些要素”,因而“对于秦始皇时代汉族形成的意义估

计不足”。④ 实际上,吕振羽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阐释,依据的正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斯大林说:
“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又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
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⑤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四个共同”。 吕振羽从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这个定义,认为直到近代“汉族还没有成

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独立民族”,又用“四个共同”论证前者。⑥ 这个论证途径,既不符合历史实际,
在学理分析上也十分牵强,是因照搬斯大林民族理论阐释中国民族史而得出的教条化认识,但这样

的认知在当时却是较为普遍的。
与之形成明显对照的是范文澜。 1954 年,范文澜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

因》,⑦文章对于因为教条化地运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得

出的汉民族形成于近代时期的观点做了深入辨析。 他一方面用《礼记·中庸》中“今天下车同轨,书
同文,行同伦”的记载印证“四个共同”,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应对民族是资本主义上

升时的产物这个说法,强调汉族在秦汉时期开始形成民族。 这篇文章引发了颇受关注的“汉民族形

成问题”讨论。 这场讨论的实质并不完全是汉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时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民族史书写

和构建民族史观问题,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致力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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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1950 年第 1 期。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1950 年第 1 期。 白寿彝曾在 1947 年发表《评〈中国通史简编〉》(《问讯》第 7 卷第 3 期,1947
年 9 月),该文虽对范著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并未提及汉族中心问题,而白寿彝在 1951 年发表的《介绍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

通史简编”的讲话》(《光明日报》“历史教学”增刊,1951 年 6 月 2 日)中特别指出:“我很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在颂扬大汉族的发

展,我们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似乎是没有被注意到的。”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史问题迅速被学者关注。
参见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3—303 页。
弗·阿·鲁宾:《评〈中国民族简史〉》,《民族问题译丛》1954 年第 4 辑。 该文原载于苏联的《古代史通报》1952 年第 2 期。
分别参见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 年)》,《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88 页;斯大林:《马
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 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4 页。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第 35—37 页。 与《中国民族简史》初版之一(光华书店 1948 年版)相比,作者对《中国民族简史》增订

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0 年版)作了不少增删,但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部分的阐述,基本未曾改动。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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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问题时所提示的基本原则”,①即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历史问题要求“神似”而不是“貌似”的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中国历史一定要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出发的基本认识。 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

中多民族共存的复杂现象显然更需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去看待。 “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对马克思

主义史家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纠正教条化理解和运用权威理论提供了一个范例,有着深刻的潜在影

响,也具有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上述情况表明,民族史问题虽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高度重视,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

体系中的民族史阐述仍有诸多问题尚不清晰,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民族史问题的基本认识与处理方式

存在很多差异,一系列事关民族史理论的相关问题亟待解决。 同时,在各级历史教学和教科书中怎

样表述民族史相关问题,亦需要史学研究做出回应。 随着少数民族识别和调查工作的进行,史学界

展开了关于民族史问题的讨论。 1951 年,少数民族识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56 年,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组织八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启动大

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1958 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及民族研究所的主持下,扩大少数民族调查范围,新增八个调查组,调查人员达千人以上,搜集了大

量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编写了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简史、简志或史志,并全部付印,广泛征

求意见。 这些举措使民族史阐述中的理论问题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

代前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围绕民族史观及其理论问题,主要在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持续讨论。②

怎样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概念,是中国民族史的核心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持有的基本立场和作出的学理阐释,不仅直接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构建,也是如何

判断由此引申的其他相关民族史理论问题的关键。 翦伯赞在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民族问题的

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阐述了“中国史上的民族的国籍问题”和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地位问题。
他认为,少数民族“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不管在分裂时期或统一时期,也不管是纳入或未纳

入汉族王朝统治范围之内,应该承认他们都是中国人”,同时,对那些少数民族政权“应该采取实事求

是的态度,是独立的王国、汗国就称它们为独立的王国、汗国,是地方政权就称它们为地方政权”。③

范文澜指出:“秦汉以后,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国家,割据分裂只是暂时的现象”;④“秦以前,华夏族称

它的祖国为中国(如《左传》成公七年季文子说‘中国不振旅’,中国是华夏各国的总称);秦以后,中
国扩大为当时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 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含义就是祖国”;“朝代有兴有亡,一
个替代一个,中国本身则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⑤翁独健在 1981 年撰文强调:“理解历史上的中

国,必须充分注意中国历史长期发展和变化的特点……王朝名称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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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参见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7 期。
这里不再纠缠于各种不同意见间的争论辨析,只是简要陈述有代表性的若干马克思主义史家提出的为更多人认同的主流观点。
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 年第 1—2 期。 该文的主要内容来自 1962 年作者在上

海等地所作的几场学术报告,《解放日报》1962 年 5 月 18 日曾以《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翦伯赞在上海所

作的两次学术报告的摘要》为题予以报道。
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该文作于 1962 年,其主要观点在 1961 年 10 月举办的武

汉史学界的学术报告中就已经提出,参见《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新建设》1962 年第 1 期。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 71 页。 该文最初发表于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 1 集,1955 年作为“绪言”随《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 编第 3 版出版。 1963 年,作者

对该文作了较多修改,次年随《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4 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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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和使用的,但把王朝和历史上的中国等同起来是不符合我们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①多

数人认为:“不论是分还是合,古代少数民族并不自外于中国,汉族建立的王朝也莫不把他们看作是

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既包括中原王朝也包

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

朝划等号。”②通过讨论,“看待历史上‘中国’的历史主义观点基本已经确立起来”,③历史上的“中
国”是包括“汉王朝”和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在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认识得以明确,少数

民族及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和“汉王朝”一样在中国历史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 其他民族史问题

都是在这个民族史观的大框架下展开讨论的。④

既然中国历史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面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民族间的交往

与融合、矛盾与冲突等复杂历史现象,自然引申出另外两个重要问题: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

么? 怎样看待汉族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
关于前一个问题,吕振羽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共

同反对民族压迫和侵略战争、共同进行生产和开拓祖国疆土,各民族“彼此之间不能不加多了互相了

解、互相接近、互相帮助,而发展起亲密的友谊,以至消除隔阂和歧视”。⑤ 翦伯赞指出:“在论述历史

上的民族关系时,强调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把各族劳动人民和各族统治者分开,是完全应

该的,因为这正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 但论述这种关系的时候,必须给予这种关系以

具体的历史内容。”⑥他说的“具体的历史内容”,主要指的是不能忽视民族矛盾、民族偏见、狭隘的民

族主义思想等问题。 吴晗认为:“必需实事求是,要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和平相处的时期,
也有矛盾发展而爆发战争的时期。”⑦范文澜的观点显得更直接:“剥削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或国家,各
民族和各国家间,完全依靠力量的对抗,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

念。”⑧可见,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主要还是局限于就中国历史论中国历史的眼光考察这个问题。
就事论事地说,两种看法各有其道理,但如果在今天立足于全球视野、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看

待这个问题,或可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该问题的看法

另辟蹊径,或者说有了更具新意的认知。 1981 年,在北京香山举办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翁独

健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

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

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

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⑨白寿彝认为:“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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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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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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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我看这是主流。”①“共同创造说”很快得到广泛

认同。
后一个问题关涉怎样解读民族平等原则与汉族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即如翦

伯赞所说,当时存在“如果说汉族起了主导作用就会显得其他的民族处于从属的地位”的顾虑。 翦伯

赞认为:“这样的顾虑也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说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享有的权利,不是指的各民族在

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权利应当是平等的,作用是不可能平等的。” “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

中,或者在反对国外敌人的斗争中,汉族人民都起着卓越的主导作用,这里是历史事实。 承认这种事

实,对少数民族的权利没有丝毫影响,因为决定汉族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它的特权,而是它的先进的

生产方式,是它的愈来愈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一味突出“民族平

等”,就可能导致“把中国史上的各民族和汉族不分轻重平行叙述,好象中国的历史就是由许多民族

组成的一副百衲被”。② 显而易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汉族起到的作用是最突出的,但这并不影响

其他少数民族都应具有平等的权利。 翦伯赞指出,各民族应享受的平等“权利”与不同民族在历史上

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是两个相互区别的范畴。 相比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白寿彝等学者更明确地

阐释了这个问题。 在前述 1981 年举办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作为回族学者的白寿彝专门论

述了“主体民族的形成”问题。 他指出:“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这个提法对不对? 我说对。
为什么? 因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

族……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 没有这个民族不行。”“中国历史几千

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 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 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

一点。”“从历史上看,汉族不仅是一个主体民族,而且一向都为各少数民族所向往。”③白寿彝的看法

彰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构建的历史主义态度。 1984 年,翁独健也对该问题

给出了结论:“在肯定各兄弟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也应当承认汉族在历史上的

主导作用。 说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是说某一民族拥有民族特权,而是说这一民族人数众多和生

产方式先进,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于其他民族。”④这一主张融合了翦伯赞的看法,从史实和逻辑两

方面对这个问题做了合理阐释。
基于上面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随之显现。 吕振羽较早阐

述了他对该问题的看法:“各民族间的自然融合的趋势,共同性的形成、增长以至融合的趋势,这是

主流。”“民族融合的自然趋势在阶级社会时代也能表现为进步趋势,由于它是以劳动人民间的相

互平等为基础的,是适应于历史前进的趋向的;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融合,谁也不受到任何迫害

或损失,只会增强人类集体的力量和加快历史的进程,不过在阶级社会时代,其道路是很狭隘的、
进度是很迟缓的。”⑤与吕振羽更强调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不同,范文澜试图探讨民族融合的原因,
他认为:“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般说来,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融化的速度较快,而被统治的少

数民族,融化的速度较慢”;“经济水平、文化水平高的民族能够吸收其他民族,这个道理很明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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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不赞同这种比较落后的部族或民族“融合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中”的观点,他认为:“照马克

思、列宁的说法,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只有民族同化,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 同化是大

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民族同化于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史上许多小的

部族或民族陆续消失了,而汉族却越来越大的原因。”“民族同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政治接触和文化

往来的结果,而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表现形式。”①也就是说,依据经典作家的定义

或理论,他不认为有民族融合,但有民族同化。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尽管翦伯赞阐述该问题的完

整文章作为遗作公开发表,但很少有人不承认历史上存在民族融合现象。 例如,有学者指出:“所
谓民族融合,无非是说不同的民族,由于经济文化的自然作用所支配而互相吸引、互相渗透,并通

过这种吸引和渗透溶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象中国这样政治上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在

共同进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必然地互相影响,互相传授、学习和吸收彼此的东西……表现

为一种自然融合的趋势。”②

如果不过分纠缠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在词义上的些许差异,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民族融合的解

释在总体上是基本相同的,即:从社会经济及文化水平发展高低的角度认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向;
至于阶级压迫在民族同化或民族融合中起到多大作用,则视不同的历史状况而有程度不同的解

释。 事实上,诸如上述民族关系的主流、汉族在历史上的主导地位等问题,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的

解释因素也同样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史观中,而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性质、如何评价民

族英雄等问题,更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问题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这些问题上都作了相

应探讨。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对一系列民族史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民族史观的构建在总体方向、理论体系、史实解析、学理逻辑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展和突破,为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解释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构

建是伴随大量的研究、讨论与争议步步推进的。 在当下与未来,民族史观的构建仍是中国史学需

要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及时总结过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史观构建情况,也就更有

必要。

三、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一些理论思考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并阐释少数民族历史,是
一个全新的课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史和民族史观研究,是一个理论与政策、历史与现实、
政治与学术、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艰难探索过程。 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讨论的“五朵金花”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不同的是,民族史问题的理论阐释性、对中

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关注度、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动态性都更加明显。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

观有着其独有的认知特点。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经济因素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阐释

民族史问题同样需要引入这样的理论资源,这与传统的夷夏观、正统观、天下观等长期深刻影响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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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史问题的历史认识并不在一个维度上。 又因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仅用阶级分析方法考

察民族关系等问题也常使研究者显得力不从心。 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虽然对少数民族

历史给予高度重视,但在如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方面,还处

于尝试阶段。 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

史学民族史观的构建开辟了更大的思考、讨论和研究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史学明确了注重少数民族历史的研

究方向。 随后展开的中国民族史理论问题的讨论,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史观构建奠定了学理基

础,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对民族史观的构建多有裨益。 民族

史问题成为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突破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与中国历史叙事

形成良性互动。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不论统一还是分裂时代,不
论汉王朝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共同构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

族史观的重大收获。 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贯彻执行的民族平等原则使少数民族史在

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成为合理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各少数民族史的历史发展

过程和发展阶段的阐释提供了学理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人类社会普遍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

叙事特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各民族共同缔造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及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认识,创造了更为开阔的考察视野;曾经受到重视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民族史

研究和民族史观构建中客观上起到了抑制“汉族中心论”的效果,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则确认了处于更先进生产力层级的汉族在中国民族史中的主体地位,并就此肯定了民族融合的历

史趋向。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既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论指导,突出从社

会生产力等经济文化方面审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还要贯彻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民

族平等的政治原则,体现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历史面貌;既要遵循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史的论述,以经典

作家对民族问题的定义去解释中国民族史问题,又需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做到“历史的具体事实正

是有和无的根据”;①既要用革命史范式反映各民族发展的历史,用阶级分析方法阐释民族关系间的

各种问题,又要超越民族矛盾、民族压迫与民族融合、友好交往的二元对立维度,着眼于统一多民族

国家历史的宏观发展趋向。 把这些理论、原则、方法合理地运用于民族史观的构建和中国民族史的

历史叙事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而言必然具有极大的难度,厘清相关问题也需要一个艰难

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史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一些问题获得

认同,一些问题还在讨论中,一些问题逐渐被淡化,一些新的问题相继涌现。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

史构建随着时代情境的不断发展,一直处于充实、更新、调整、扬弃和发展中。 如,新中国成立后十七

年时期,因强调民族平等而大大强化了对各少数民族历史源起流变的研究与阐述,中华民族的整体

观念则相对有所淡化,经过几十年发展,出现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阐发中更强调“多元”而
忽视“一体”、反对“民族同化”却忽视“民族融合”等倾向。 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重要命题的提出,既承继了老一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民族史观,又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有了新内容和新发展,为更全面、更深入、更科学地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构建中国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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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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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确定了新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正确道路。”①“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 “历史充分证

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只有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

家庭,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

国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也充分证明:“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

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②“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加

快构建和充实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史观的新目标。

(作者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00875)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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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 27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通告

第 27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拟于 2025 年 8 月 8—10 日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 会议的主

题为“二十一世纪的史学理论”。 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 马克思主义史学新进展;2. 比

较史学与全球史学史;3. 中外史学书写的新形态;4. 中外史学传统的再回望;5. 数智变革的史

学应答;6. 史学伦理与史家责任;7. 二十一世纪史学理论的新动向。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

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协办。 有意参会的学者可与第 27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筹备组联系。
联系方式:shixuelilun2025@ 163. com

第 27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筹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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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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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ARTICLE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Das Kapital and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 / Chen Du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Das Kapital mark a monumental achievement in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versions of Chen Qixiu and Pan Dongzhou, which appeared almost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translations by Hou Wailu and Wang Sihua, were published in separate volumes based on the three-volume
edition of the original Das Kapital. However, their actual contents only covered part of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original work. Unlike the Chen and Pan translations, which were largely abridged versions based on
Japanese translations, the Hou Wailu and Wang Sihua translation represented the first complet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of Das Kapital in the true sense, and it was also the first translation to be
based on the authoritative German original. The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Das Kapital
garner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wit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source texts and translation methods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At the same time,
intellectuals emphasized the integration of text translation with classroom teaching, combining academic
research with popularization, and collaborating with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in diverse forms. This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Das Kapital and Marxism in China.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 Zhang Yu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Marxist historians such as Lü Zhenyu and Jian Bozan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ncorporating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into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that is, Chinese history was the
joint creation of the Han people and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xist historians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China” in history, the mainstream of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ethnic integr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state, thus
making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strong reality concer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ve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and opened up a larger space for reflection,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national history i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rinciples of national
equality, the theory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arxist theory, Marxist Classical Authors' definitions of
ethnicity, the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as well as other theories, principles, and methods have further
established and deepene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tern of the unified multi-ethnic state and th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s view of
national history has been in the process of enrichment, updating, adjustment, abandonment and development
as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continues to evolve.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are the new goals of the present tim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enrichment of the view of national history i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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